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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由谁出？如何出？ 
 

耶鲁大学教授   陈志武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还是沿袭了苏联的，如果不进行根本改革，最后难以避

免苏联科技的经历。 
  谈到教育和学术科研的难评估定价，让我想起十九世纪容闳的经历。他作为中国第一个留美

学生，于 1854 年从耶鲁毕业，是洋务运动和西学东渐的先驱，包括说服曾国藩引进现代工业、
推动创办中国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现代银行、开启海外留学。1865年时，他代表清政府
到北美耶鲁大学所在地的公司，采购了中国第一批“机器的机器”，成为当时建立的江南制造局

的基础，亦即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中国今天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显然有容闳的巨大功劳！但

是，就在十九世纪中叶，当容闳学成回国时，他的耶鲁教育到底有多大价值，却并不那么清楚。 
  容闳的学位证值几个钱 
  跟容闳同一年从耶鲁毕业的只有 97 名学生，能够成为其中一员，当属珍贵。1854 年暑假毕
业后，他先在美国走访几个月，看望一些朋友、道谢和告别，之后于 11月 13日从纽约港口上船
启程回中国。由于那时横跨美国东西部的铁路还没有，他只能从纽约坐船，经过欧洲、非洲到印

度洋，最后到达香港，一共在海上航行 154 天！当他回到老家广东香山（现珠海）见到作别 10
年的老母亲时，不仅场景非凡，而且其中的具体对话也很有意思。 
  容闳是这样自述的：“我们见面时都流着眼泪，高兴、感激和感恩，复杂的感情融合在一起。

起初，我们都激动得根本说不出话来。⋯⋯当我们完全平静下来，母亲开始从头到脚地轻轻抚摸

着我；⋯⋯向她解释说，⋯⋯读的大学是耶鲁——是美国一流大学之一，所学课程需要四年完

成，⋯⋯我毕业了，获得了文学士学位——与中国的秀才头衔相仿，凡获得这一学位的人可被理

解为一流人才；而这一头衔被题写在一个用上等纸即羊皮纸做成的大学毕业证书上；我又进一步

说明，毕业于耶鲁大学，即使对于美国本土人也是极为荣幸极感光彩的事，更何况是中国人。”（石

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石霓译注，第 51页）。 
  可是，对于容闳的描述，母亲觉得太抽象，也无法评估儿子到底取得了什么，不知道耶鲁的

学位到底会带来什么未来前景。容闳接着回忆说：“母亲带着孩子般的天真问这学位能换多少

钱？”“我说，它不能马上就换成钱，但它却能使一个人在挣钱方面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要

挣得更快更容易，并且它能赋予这个人在众多男人们中间更多影响和势力。⋯⋯我告诉母亲说，

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本身的价值远超过金钱，我相信自己是能挣得很多钱的。⋯⋯知识就是力量，

而力量则比钱财更重要。” 
  那么，到底如何回答容闳的母亲，确切地评估教育、学位的价值呢？容闳给了一个很好但过

于定性的回答，他一生给中国社会的贡献以及其个人和子女的经济收入，都证明了他当时给母亲

讲得正确。一个量化的回答，或说更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答案应该是：学位的价值等于容闳自己以

及其子孙后代因为耶鲁学位而带来的未来额外收入流的总折现值，其中，“额外”是相对于没有

这种学位的普通人的收入而言。当然，之所以要包括其子孙后代，是因为有了容闳进入耶鲁，其

子女、孙辈等等各代都更可能与众不同，都受益，就像一个农村孩子今天考进北大清华后，自己

能留在北京获得北京的工作和户口，不仅自己收入和地位高了，而且其子孙后辈都能享受北京户

口带来的超额上学机会、超额医疗和福利机会，等等。 
  正因为教育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个故事从根本上展示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容闳的学

位和学问即是他人力资本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位是把教育的无形无色无味变得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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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变得可见。但，即使理论上能对容闳的学位做定价、具体算出“能换多少钱”，这还可能是

专业人士能做的事，对母亲们来说，这些照样是无形无色无味。况且即使是专业人士，需要考虑

到的未来收益时间越远、越长久，不确定性就越大，价值评估就越没有底；所从事的事业风险越

高，评估也更加艰难，定价就越容易离谱、错位。 
  教育难定价，科研定价更难 
  科研特别是学术研究跟容闳的学位一样，也难以定价，所以，科研该如何组织、由谁为其出

资、如何出资、出资多少、对科研成果如何做业绩评估，等等，这些都是极为实际的问题，也是

建立创新型国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以前可能认为，之所以中国科技创新不够、学术研究赶不上，是因为经费不够，没钱。可是，

今天这说法很难站住脚。从相对经费看，1993年时，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占全球总投入的 3.3%，
到 2009年已上升到世界科研总投入的 12.8%，仅低于美国的投入，但超越日本、德国、法国、英
国。从绝对金额看，201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 7062亿元，同比增长 21.7%，占 GDP的 1.76%。
当然，虽然经费全球排第二，可是，科研成果以及对世界科技的贡献却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呢？我们还是从科研的属性谈起。按理说，“科研”比“教育”更加具体可见，比如，

你证明一个数学定理、发现一条物理规律或市场经济逻辑、认证人的生命规律，等等，这些成果

既具体又可见、可评估，比教育的“质”和“量”好评价得多。但是，数学定理、物理规律、生

物现象、市场逻辑，这些发现、发明，虽然让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深化了，知识增加了，可

是，其价值需要很多年甚至许多代人才能体现出来，对人类生存的积极影响可能是慢慢地、隐形

地发生，因此，其价值比容闳的学位更难评估；另一方面，这些发明属于公共知识，一旦公开发

表，谁都可以免费分享，这使得基础学术研究的发明者连容闳还不如，因为容闳有一张学位证书，

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证明他是耶鲁教育的拥有者，由这些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都归容闳所有；而

数学定理虽然可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但这个定理带来的永久价值并不能专属发明者，基础学术

成果是公共财产，不是私产。 
  因此，基础学术研究面对的经费挑战比教育还严重，从事基础研究的激励比办学还要低，在

中国，民办学校已经不少，但民办基础科研机构几乎没有。 
  当然，应用性研究的定价评估要容易得多，主要在于它们的使用价值不需要几十年、几代人，

而是往往能立竿见影，甚至可以有立即的应用市场。比如打印机、电脑、手机、微波炉，或其中

任何一个部件的发明或改进，等等。这些发明的功能价值明确具体，其“成就”、“质”与“量”

都相对容易评估、测度。应用科研成果的容易测度和定价，就有了较好的市场交易基础，能缩短

科研者的费用跟投资者愿意支付的资金之间的距离，出资意愿和出资量有接近恰当的可能，市场

失灵的概率就低了。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相对于教育的无形无色无味，相对于基础学术研究的细水长流特

征，至少应用性“科研”的定价应该不难，其评价与投入完全能够、也应该由市场去做。 
  可是，哪怕是应用科研，也会有一个非常实质性问题，就是：研发出来的成果或技术的产权

如何界定？这种知识产权由谁所有？是否能得到保护？如何得到保护？如果应用性科研成果也

像基础性学术成果一样，由全人类自由、免费地享有，那么，应用科研的价值再好测度、再有形

可见，也不会有市场人士或企业愿意投资，科研者也不会有研发的激励。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可靠的专利申请与保护体系，科研还远不如教育投资，因为上完大学、

读完研究生，你可以得到学位证书，证明你拥有这些学历和学术造诣，证明这些人力资本是你的，

你是所有者，其后生价值都归属你；而在没有专利体系、没有可靠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你研

发出来的东西别人随便可以使用并生产。所以，虽然应用性科研比教育和基础科研更好定价，但

还必须有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否则，靠市场力量为应用科研提供资金也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哪种科研体系更能刺激创新 
  有了上面这些道理，我们可以再看看不同国家在科研体系和经费安排上的差别，并看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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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结果。 
  在美国，除了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宇航局等少数机构的政府

经费外，科研经费基本由企业和民间出，研究者也以民间机构、企业为主。正如上面谈到的，由

于基础性研究是服务人类、更服务于未来，其价值难以短期显现，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机构和

民间基金会，但应用科研基本由企业和其他市场化机构资助并进行，包括跨国公司、创投基金、

私人股权基金等营利性公司。之所以美国企业和私人愿投应用性科研，一是其定价的方便，二是

因美国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专利系统有近两百年历史，对知识产权的界定相当清晰。 
  企业和私人投资者从事应用性科研，其追求的第一目标当然是利润最大化，而实现这一目标

的第一步就是对要研发的技术进行定价，看潜在的市场有多大，并且像对容闳的学位证书定价一

样，对这项技术能带来的未来超额收入流进行贴现求和，算出其潜在的市场价值。最终，只有在

潜在市场价值超出所投入资本时，投资者才有兴趣，因为他们投入的是自己的钱，会心疼。由市

场判断科研项目的价值并提供资金，最终支持的是市场需要的技术。 
  在中国，不仅基础研究资金由国家出，而且连应用性科研经费也几乎全由国家出。前者可以

理解，但后者没有道理。在中国教育科研机构都过于行政化的体制下，让本来就很难判断“好”

“坏”的基础研究变得更加脱离专业，使学术研究经费的决策远远地背离专业价值判断。结果，

学术科研经费的配置跟各机构的研究项目与能力基本脱钩，往往可能是关系而非学术价值与能力

决定资金的配置。于是，经费多并没带来更多的研究成果，就不稀奇了。 
  中国还没有可靠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所以，市场对投资应用科研的兴趣有限，没几个人愿

意拿自己的钱去研发最后被大家自由分享的公共成果。尽管在中央部委层面已经有了较强的保护

知识产权共识，但地方政府却不一定这样看，他们为了保护本地的短期就业和税收，更有激励庇

护当地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企业，连地方法院也倾向于偏袒地方企业。因此，市场投资科研的激

励短期内难以提升。 
  那么，如何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愿景呢？短期内，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由国家出资，要么

全资支持科研，要么由国家提供启动资金。可是，一旦由国家提供科研经费，腐败空间就大了，

尤其是科研项目本身的定价评估就很难，再加上掌握经费审批权的官员控制分配的又不是自己的

钱，这样，项目评估、选择和定价可以完全脱离研究项目本身的专业价值和市场前景，仅凭关系

即可。于是，就有了上海交大的汉芯造假这类丑闻。官员追求的不是经济回报；“花别人的钱不

心疼”，这两点决定了政府研究经费难有高业绩。 
  当然，我们看到了，毕竟应用性科研比基础研究时效快、有时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

如果国家投入的经费多了，尽管投入产出效率不高，但还是可以有些结果。只是在科研项目偏好

上，政府主导的跟市场主导的科研体系有着本质区别：政府主导的科研体系下，由于官员最在乎

的不是经济回报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他们会喜欢跟重化工业、制造业、军工等行业有关的

科研，民生类研发项目难以是首选；而市场主导的科研体系，第一偏好是跟消费者、跟大众民生

有关的研发项目，因为只要是涉及消费者的都会带来巨大市场需求，规模效应突出，未来收入流

的价值可以最大。 
  一个最明显的对比是苏联跟美国。从 1950年代到 1980年代，苏联的科技创新投入很多，成
果跟美国同期有一拼。但仔细观察一下，当年的苏联科技都偏重宇航、航天和军工，侧重工业，

没有留下改变人类生活与生存方式的技术发明。相比之下，改变我们生活的家电、互联网、电脑、

手机、民航、汽车等等，还有工业制造技术，都来自美国。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苏联的科研全

是国家主导、国家出资，而美国的研发是市场主导，以私人投资者为主。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还是沿袭了苏联的，如果不进行根本改革，最后难以避免

苏联科技的经历。除了基础研究仍然以政府资金为主外，应用研究应该由市场唱主角。为达到这

一目的，一方面要完善专利等知识产权体系，改革司法体系以实现司法独立审判，为知识产权保

护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让政府从科研项目评估、定价、选择的角色中退出，减少政府在科研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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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研过程中的作用，让科研机构、大学去行政化。否则，政府寄予科研的良好愿望只会成为怪

胎，创新型国家只能是梦。 


